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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催生了以女侦探为主角的侦探小说，但由于社会对女
性进步持有双重态度，导致小说在文化功能上也呈现出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方面，通过塑造
正面女侦探形象以及重新评价家庭生活经验和女性特质，小说表达了张扬女性潜能的先进观点，
在质疑传统性别观的过程中拓展了侦探小说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为了调和女侦探与主流意识
形态之间的矛盾，小说又采用各种手段对她们进行贬损，通过叙事、故事人物和情节不断传递性
别不平等信息，或明或暗地表露出对原有性别秩序的怀旧情愫和保卫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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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knowledge and female attributes, and creating women detectives who are wise, strong-minded 
and self-confident.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question the prescriptive notions of gender in the Victoria 
era, but exp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genre. On the other hand, it adopts various devices to 
undercut female characters so as to reconcile their conflicts with dominant ideologies. As a result, ideas 
and images with patriarchal meaning resonate through narrative, character and plot, which implicitly 
represent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and a protective stance on the existing gender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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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国侦探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保守性。主题上，它围绕罪与罚诠释资产阶级价值观
和道德观；情节发展上，它步步指向还原社会秩序，无处不体现着“法则的力量”（Roberts 3）。
作为这种力量的人物象征，侦探自然也肩负巩固权力统治的文化任务。侦探通过破案缓释人
们对财产损害和人性失控的普遍焦虑，同时也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提供有力的文学支持，从出
现伊始，就完美演绎着男人的理性、智慧、勇气和强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探被看
成“明确指派给男性的行当”（Kungl 2），侦探小说也被贴上性别标签，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由
男人主宰的单性文类。
在这种情形下，女侦探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悖论，一个闯入异域的伪仿品。其伪仿性在现
实中得到确认。故事里的男侦探有其现实参照物，如《弓街警官生活记事》（Scenes in the Life 
of a Bow Street Officer），是成立于 1742年的伦敦弓街警察组（the Bow Street Runners）的工
作记录。类似的警察回忆录在当时非常流行，吸引不少作家在其基础上进行侦探小说创作。
柯林斯（William W. Collins）、柯南 · 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等人在塑造卡夫、福尔摩斯
之类的男侦探时，也着墨于 1829年成立的苏格兰场，以及担任侦探职责的便衣警察。然而，
19世纪 60年代出现的女侦探并没有现实依托，因为要到 1915年，才有两名女性加入英格兰
的格兰瑟姆镇警局；到 1918年，伦敦警察厅才正式接纳 110名女巡警。可见，英国小说女侦
探的出现明显早于真人女警探，她们不是历史人物的摹仿，而是纯文学想象的产物。
在侦探小说这个保守的文类里，女性要成为权力代表，就意味着动荡的性别较量；角色
置换要得到读者的认可，也需要历史条件的帮衬。那么，一战前登场的英国女侦探，是否代
表着颠覆传统性别观的进步姿态？作者是否真的会让她们保持这种姿态？此类小说的出现与
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又有着怎样的呼应？
一、女侦探作为主角的早期小说及其进步性
从文学市场的角度看，英国女侦探登场有其天时之便。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市场机
制剥夺了文化精英对文学出版的控制，客观上为当时颇具争议，且常被精英文化回避的话题
开辟了文学表达空间，比如跨传统领域的女性就业。同时，出版业从 50年代起开始发行各
种故事报、廉价小说，推动通俗文学繁荣，保证出版渠道畅通。不少侦探小说投稿后，即可
在《路德门月刊》（Ludgate Monthly）、《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良篇佳作》（Golden 
Stories）、《便士画报》（Penny Pictorial）等报刊上迅速登载。女侦探虽然不属于侦探范式中的
正统因子，但在当时风行英国文坛的各类小说中，哥特小说、感伤小说和浪漫传奇多以女性
为主角。女侦探的女性身份能将侦探小说与这些流行小说结合起来，凭新奇之意帮助作者抢
占市场份额。1891-1900年，英国出版了 12部侦探小说，其中 5部以女侦探为主角，足见它
能成为作品热销的有力卖点（Klein 56）。
1863年，英国作家艾里斯（Edward Ellis）发表《女密探》（Ruth the Betrayer），女主角露丝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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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尔成为侦探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侦探。1864年，海沃德（W. S. Hayward）和弗雷斯特（Andrew 
Forrester）分别发表《女侦探的经历》（The Experiences of A Lady Detective）和《女侦探》
（The Female Detective）, 其中的帕斯夏和格拉登也属于最早的女侦探。此外，早期较有代表性
的还包括：皮尔基斯（Catherine L. Pirkis）在《拉芙戴 · 布鲁克的经历》（The Experiences of 
Loveday Brooke）中塑造了第一位职业女侦探拉芙戴；柏德金（M. M. Bodkin）在《女侦探朵
拉 · 迈尔》（Dora Myrl, the Lady Detective）中塑造了第一位新女性侦探朵拉；莱顿（Marie C. 
Leighton）在《侦探琼玛》（Joan Mar, Detective）中塑造了第一位黑人女侦探琼玛；奥希兹男
爵夫人（Baroness E. Orczy）在《苏格兰场的莫莉小姐》（Lady Molly of Scotland Yard）中塑造
了第一位女警探莫莉，她与女佣组成“福尔摩斯 /华生”二人组，是该组合移植到此类小说的
最早范例。
早期女侦探类型性重于个性，参照罗伯茨（Joan W. Roberts）的划分，大致可分为女冒险者、
名誉男人、不得已的淑女侦探和新女性侦探四大类型（4）。其中，冒险者类型结合幻想小说、
冒险故事和奇情小说的若干元素，以夸张、惊悚、煽情吸引读者，女性历险成为主要看点。如《海
滨杂志》1899年推出的由爱伦（Grant Allen）塑造的希尔达 ·韦德，她的足迹遍及南非、津巴
布韦、印度和中国西藏，回国路上还遭遇沉船事件，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这些经历无疑能
打动海外奇谈的热衷者。
名誉男人型女侦探在福尔摩斯版的小说中最为常见，她们几乎没有弱点，表征的不是优
秀女性，而是无所不能的男英雄，故被罗伯茨称为“名誉男人”（4）。弗雷斯特塑造的格拉登，
以及《哈姆斯沃思杂志》（Harmsworth Magazine）1899年推出的由米德（L. T. Meade）等人塑
造的弗洛伦斯 · 库萨克，就属于这一类型。
不得已的淑女侦探是感伤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结合体，在 1875-1919年间出版的作品中最为
常见。其写作程式也基本固定：中上层女性突遇变故，为了养家，或替亲人洗冤，被迫当上侦探，
但只接受“不会弄脏天使翅膀”的案子（Sims 6）。柯林斯在《法律与淑女》（The Law and the 
Lady）中塑造的瓦莱里娅，西姆斯（George R. Sims）在《侦探多克丝 · 狄恩历险记》（Dorcas 
Dene, Detective: Her Adventures）中塑造的多克丝就属于这一类型。
新女性侦探在世纪之交的小说中较为常见。她们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生气勃勃的运动
神韵，明显比 70年代的女侦探更拥有经验和体能上的优势。如柏德金塑造的朵拉：毕业于医
学专业，当过报务员和记者，喜欢自行车、高尔夫球、短裙和运动鞋，在外形、教育、职业
和休闲方面，她都吻合 1890-1915年报刊上经常讨论的新女性形象。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早期女侦探大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这首先反映在她们的角色定位
上。虽然作者的本意是通过角色翻新获取市场占有率，但在女性较少参与公共活动的历史时期，
作者让她们在男性垄断行业里扮演权力代表，证明与男人有着同等的能力，这在客观上已经赋
予了女性社会话语权，拓展了性别空间划分，吻合了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女性主义思想。
其次，早期女侦探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她们坚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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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冒险，既有高度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又能灵活机智地使用各种方法破案；另一方面，
她们穿着雅致长裙，言行谨慎，热衷下午茶和女性私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淑女风范，故在
许多小说中被称为“侦探小姐”（lady detective），而不是“女侦探”（woman detective）。这种
二元性使她们只能有限挑战传统角色，暂时还不算是全新的女性形象，但同时她们也不再是“强
制性美学”定义下的单纯、纤弱、被动的“标准”女人（魏天真、梅兰 162）。虽然作者出于
侦探行业要求，不得不赋予她们体能、智力和品德上的优势，并常在小说里强调她们是女人
中的例外，但众多的例外加在一起，客观上已经形成辩诬女性气质规定的文学声音。
再者，在侦破手段上，早期女侦探主要靠家庭生活经验和直觉破案，这一点不少评论者
都有提及，但鲜有人指出它的进步意义，即可以使历来被贬低的女性特质得到重新评估。所
谓家庭生活经验，是指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常识，以及对不同阶层女性行为规范的
了解。在这一领域里，女侦探是理所当然的专家，再加上女人“过于关注细节”的“天生缺陷”
（Kungl 56），她们就可以从礼仪、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其他人物作出权威判断，这是男
人不可比拟的。如皮尔基斯的《匕首出鞘》（“Drawn Daggers”）中，继承人梦露在回国船上与
一位女客交换身份，好瞒过监护人霍克与恋人秘密结婚。拉芙戴看过“梦露”自己整理的卧室后，
立刻注意到它异常整洁，椅子被端正地摆在梳妆台前，发卡盒子也被打开，以方便随时使用。
这些细节在霍克眼里微不足道，拉芙戴却从中发现，上层女性的行为能指被劳动阶级的能指
替换，由此断定“梦露”是女佣出身的冒名顶替者（162）。在这个案子中，正是不受重视的
女性经验，帮助女侦探破了案。
至于直觉，这种几乎先于思维的个人感受，因其表现出非理性力量，常与弗洛伊德潜意识
中的本能并列，在传统二元结构中处于受打压的地位。早期女侦探大都拥有直觉力，但很难说
清它是女性特有的天生禀赋，还是后天的文化习得。有时它被作者夸大，在毫无铺垫的情况下，
女侦探仅凭直觉就能破案。1928年英国侦探俱乐部成立后，认为这种超自然能力有悖唯理主
义认识论，故而限制作者将其掺用在侦探小说中。但更多时候，直觉发生于女侦探的敏锐观察
之后，这种能力来自女性自幼开始的自保训练。在父权制家庭中，女性成员被迫处于依赖地位，
父亲等权威男性的心思会左右她们的生活乃至命运。久而久之，不少女性学会察言观色地判断
男性及身边人，感觉是否出现异常。这种敏感就是后天习得，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人性了解和
观察分析基础上的感悟。由于这一过程可能瞬间完成，很容易被误读为直觉。在皮尔基斯的《红
山姐妹会》（“The Redhill Sisterhood”）中，警方认定一个姐妹会为盗窃团伙踩点，因为施舍过
食物的家庭后来都被盗了。拉芙戴看到其中一个成员照顾孩子后，立刻凭“直觉”相信她们不
是罪犯：“她从手推车里抱起那个小瘸子，让他瘦小的手绕着自己的脖子，然后抱着他进屋了。
她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美极了。”（94）拉芙戴认为对弃婴如此温柔的人不可能犯罪，于
是她另寻目标，终于发现她们的邻居才是罪犯。在这个案子中，被神秘化的直觉正来自女侦探
的细致观察和对人性的了解，这也是富勒（Margaret Fuller）等人讴歌的“能洞察人与人之间
以及一切生命形式之间微妙联系”的女性直觉（转引自多诺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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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让女侦探靠家庭生活经验和直觉破案的做法，其初衷是通过女性符号增加人物可信
度。这两者都因与第二性和私人领域关联而受到轻视，其对立面是启蒙时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的科学和理性。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教育使它们继续成为男人专有，家庭经验和直觉只是反
衬出女人在这两方面的匮乏。可是在侦探小说中，这两种性别能指屡屡找到用武之地，说明
它们不是狭隘和非理性的代名词，反而能帮助女性为社会做出贡献。由此，作者的写作策略
在客观上起到修正本质主义的作用。它套用主导性别话语，将缺乏男性经验定义为女侦探的
特质，但又通过她们的成功肯定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意义。在构建女性自己权威的过程中，它
同时也召唤社会重新认识、评价并尊重女性特质。
二、常见的贬损手段及其保守性
早期女侦探虽然可以凭新奇和进步形象吸引读者，但父权文化的惯性思维又会让他们觉
得，甜美女人与冷峻的追凶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混合这两种禀性很不自然。在以男性为尊
的侦探小说里，如何疏导角色替换引发的性别焦虑，如何使女侦探“自然化”，这是作者不得
不正视的问题。毕竟小说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大众娱乐和消费，这种商品性使它不会旗帜鲜明
地对抗主流话语。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早期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若干手段贬损、限制女侦探。
常见手段包括五种，其一是弱化女性特征，使女侦探男性化或中性化。如弗雷斯特让格
拉登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并在开头说明自己不会泄露身份信息。这种安排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性别提示，使格拉登的女性身份变得晦暗，侦探身份得到凸显。而她的做派又与福尔摩斯
类的男侦探极其相似，很容易让读者在心中将她男性化。再如皮尔基斯用一连串否定句描绘
拉芙戴：“她不高不矮，皮肤不黑不白，长相不美也不丑，她的总体特征就是没有特征。”（6）
换句话说，她的外形缺乏女人味，加上她没有女性嗜好，从不沾手女人活儿，这也很容易让
读者将她中性化。从象征的角度看，这两位女侦探的“变形”是自我权威化的一种努力，即
通过削减女性符号、添加男性元素，在男人行业内谋一席之地；但同时，它也象征着英国社
会对女性僭越生存领域的警告和惩罚，暗示女人进入男性空间十分危险，她会被同质化，丧
失女性意识和优雅的气质。
其二，作者会降低女侦探的独立性或重要性，把她的成果分割给男侦探。如拉芙戴解决
的七个案子中，只有三个是她独立侦办的，而且都与婚姻有关；一旦涉及凶杀或暴力，在关
键时刻，她总需要男同事来逮捕罪犯，甚至解救她，或者干脆消失，把最后的胜利拱手让人。
可见作者认为，婚姻是高度女性化的空间，拉芙戴的女性身份可以使她在其中有所作为，但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只有比她更强健的男人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安排显然吻合当时工作领
域内的性别分工，也可以安抚担心饭碗被女人抢走的男读者。
其三，作者会利用女性的“自然特征”贬抑或病态化女侦探。如米德等人塑造的弗洛伦斯，
她拥有当时女性少有的知识面，但像 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不少妇女一样，她也患有精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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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疾病；莱顿塑造的露西儿，“作为一名侦探，已经学会隐藏、压抑自己所有的情感”（41），
但发现单恋对象另有所爱后，她妒火中烧，几乎错将好人送上绞刑架。她们都拥有传统观念中特
属女性的某种弱点，用来说明女人难以控制情感，或者不能承受过度压力，因此并不真正适合男
性化的职业。这种强调男女不同心理能力的文化想象，一直都是男性维护自身霸权的有力武器。
其四，安排女侦探服从、依赖男性权威，在早期小说中也非常普遍。如海沃德塑造的帕
斯夏要服从沃伦上校，在受到男同事蔑视和排挤的情况下，她“急于好好表现，以赢得上司
的友谊和赞赏”（3）。西姆斯塑造的多克丝要服从瞎眼丈夫保罗，遇到问题时听取他的建议，
被禁止外出时谦卑地回答，“当然可以，亲爱的，如果你希望如此”（69）。她们背后都隐藏有
男权操控的眼睛，无论自己多么出色，离开男性的认可和支持，她们依然难以作为。她们的
屈从向读者证明，性别秩序并未遭到破坏，依赖、听命于男人仍是女人应有的姿态，也是职
场谋生的必要途径。
最后，安排适婚女侦探放弃事业重归家庭，这是早期作者最常用的手段，在报刊登载的
侦探故事中尤其普遍。作者似乎与读者达成共识：女性和侦探这两种身份的混合，只会在小
说前半部分出现，此后爱情故事会让它们分裂并各自回归传统角色。男侦探如福尔摩斯，可
以应读者呼吁在莱辛巴赫瀑布里死了又复活，而在“几乎所有社会组织都反对已婚妇女工作”
的背景下（Perkin 198），没有读者会呼吁女侦探婚后继续当侦探。而且，在维多利亚时期，侦
探并不属于体面的工作，他们要与罪犯或下层人士打交道，导致社会地位被拉低，中上阶层
家庭都不愿与他们交往（Nickerson 31）。就女侦探而言，不良交际会侵害中产阶级女性的纯洁
和体面，她们或者瞒着家人，或者被迫“与从前的朋友和社会地位一刀两断”（Pirkis 2）。要
修正这些年轻女性对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背叛，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们放弃工作去结婚。于是，
看似很有抱负的莫莉在破了几个案子后，就仓促地结了婚。她的故事集在出版第一年刊印三次，
说明读者还是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在《抓捕保罗 · 贝克》（The Capture of Paul Beck）中，朵拉
含泪承认无法战胜保罗，之后也接受了他的求婚。这个结局同样让男读者欣慰地看到，他们
的同性成功驯服了富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恢复了男女在性别角色中的定位。
从叙事的角度看，上述五种手段的使用使大部分早期小说具有了双重叙事结构。第一层
结构为侦探小说固有，它讲述案件调查过程，在谜题与解谜之间形成张力，代表正义和邪恶
的较量；第二层结构为女侦探主角小说独有，它隐匿于人物刻画、情节设置和叙事策略中，
在肯定与否定女侦探之间形成张力，代表新旧性别观的冲突。这两层结构都围绕权力更迭展开，
由罪犯对受害者的权力优势，转向侦探对罪犯的权力控制；由女侦探最初拥有权力，转向男
性权威代表，或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重新获得控制权。从父权统治的角度看，这两层结构的
目标和功能是一致的，即维护现有体制，俯就两性陈规。但从女性进步的角度看，它们又互
相矛盾：前者树立了女侦探的正面形象，说明作者接受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后者将霸权所
导致、固化的性别讹误散布于叙事话语中，在文本与作者姿态之间形成分裂，或明或暗地破
坏了女侦探形象，削弱了表面上的开明思想，与前者形成了互为解构、自我消解的悖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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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读者而言，这种双重结构又具有双重宣泄功能。侦探小说的审美目的在于唤起读者恐
惧和怜悯的内心体验，而后通过罚罪抚慰读者，这是它原有的情感宣泄功能。但若侦探是女
人，她的存在就挑战了男性 /女性、公共 /私人、理性 /情感等二元等级秩序，她“像罪犯一样
没有顺从社会制度”（Klein 5），因此兼具罪人形象，在公众眼里甚至比赌徒、诈骗犯更为不堪。
为了抚慰读者的反感情绪，作者通过贬损她来实现小说的第二重宣泄功能，或者让她放弃事业，
以归顺姿态谋求读者的谅解。
可见，早期女侦探小说仍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力结构编码”（Klein 92），它通过叙事、
故事人物和情节不断强化性别不平等信息，并将这种信息传递给读者。如果说打造男侦探是
权力用来处理、应对社会现实矛盾的一个文化象征行为，那么女侦探作为“重写”文本也具
有类似的功能。权力话语通过她们投射、巩固父权体制的政治文化想象，而在维护男性神话
的合法性上，她们甚至比男性同类更具有说服力。
三、小说的两面性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契合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指出，文学作
品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共存互动、斗争较量的平台，现实矛盾能在其中得到假设性的
解决（76）。女侦探作为主角的小说产生于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现代化推动了女
性就业和教育的改善，促使女权思想进一步抬头。同时，资本主义变革也造成公私领域截然
分离，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和家庭理想被资产阶级推崇为普世价值。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下，
女侦探作为女性进步符号，超越了传统纲常规约的空间位置和角色功能；小说贬损策略作为
男性中心主义符号，交织着父权制傲慢对她们不断进行打压。这两种符号的对抗反映了当时
英国社会对女性持有双重态度，婚姻结局则是小说对性别冲突所作的假设性解决。
早期女侦探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从 19世纪中期起，英国政府和企业规模扩张为中产阶级
妇女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受雇人数从 1851年的 2000人增加到 1911年的 160,000人（潘迎
华 105）。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内扮演新角色，女侦探的出现具
备了合理想象空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前瞻性，不仅能写出女性真实，还能写出女性应有但
还没有的状态。中产阶级妇女的就业趋势和社会角色提升，使跨越传统领域的女侦探不再显
得突兀，作者因此可以将她们写入小说，通过扩展女性的可能性来激励现实中的妇女。但同时，
英国社会又认为妇女涌入职场不是一件幸事，不仅会降低男人的报酬标准，还会干扰女性承
担家庭责任。为了继续把她们限制在狭小的私人领域内，社会分配给妇女低报酬、辅助性的
低级工种，以减弱她们的就业兴致。当这种现象投射到小说中，就出现了降低女侦探的独立
性和重要性，安排她们办理小案子，或者让她们依赖男性权威扶助的贬损手段。它们向读者
暗示，女性走出家门并非意味着解放，公共空间不过是更大范围的男权运作地点，妇女在其
中依然要处于类似家庭里的次要附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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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英国经济和科技进步导致社会急需各种人才，女子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
许多新成立的女子高教机构不仅开设人文新科目，还推行田径、自行车运动等体育项目。不
少中产阶级妇女借此增强了社会竞争力和参与意识，以自身新形象帮助社会改变对女性柔弱
无知的刻板印象。随着这种新型女性增多，女性意指的固定性被突破，作者就可以塑造，读
者也有可能接受有知识、有责任感，且灵活敏捷、精力旺盛的女侦探形象。但同时，英国教
育毕竟建立在男性文化基础上，女子教育目的是培养“熟悉家政艺术、渴望结婚的淑女”（裔
昭印 330），其首要任务仍是传授家务技能，其次才是文化知识。当这种性别教育反映在小说中，
就出现让女侦探靠家庭生活经验破案的策略。虽然变换侦破手法如前文所述，客观上有重新
定义女性特质的积极意义，但主观上它体现的仍是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偏见。
此外，随着英国妇女受教育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女性平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产阶级
妇女主导的女权运动在 19世纪后期也得到蓬勃发展。英国议会和各大报刊随之劲头十足地讨
论新女性和妇女权益问题，无形中为挑战传统的女侦探出场营造了政治文化氛围，也使作者
可以塑造有闯劲、有自由思想和平等意识的女侦探形象。但同时，社会对激进女性的反感情
绪也非常强劲，认为女人参政会打破男女不同场合的必要分界，侵害女性娇嫩文雅的自然气质。
反对者通过集会、演讲等方式攻击进步女性，将她们妖魔化为“野蛮女性”“作为社会暴动分
子的野女人”（Heilmann xxix）。当这种现象蔓延到小说中，就出现削弱女侦探性别特征，或
质疑其纯洁体面的贬损手段，尤其是去性化处理，与社会上用暴力语言讨伐进步女性不像女
人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
可见，早期小说对女侦探的褒贬两面性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态度是相互呼应的。英
国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多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但又担心父权统治会遭到强烈冲击，于是借助性
别陈规在就业、教育、宣传等方面限制女性进步。这种矛盾反映到创作活动中，就出现作家
一方面热情歌颂女侦探，通过她们的选择和行动，使女性一词在含义上成为可以增值的开放
场所，在实践上意味着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公义内涵。另一方面，作家又“身不由己地受到社
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他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兰瑟 7）。这种结构就
是贬损、限制女性的叙事结构，作者遵循性别秩序对情节进行种种干预，使女侦探无法完全
地从男性中心的象征秩序和控制结构中突围，其中最为彰明的莫过于婚姻结局。
早期女侦探很少不婚，大多数人会在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游戏中放弃自我以获得求婚。少
数的不婚者，有些如拉芙戴，因为缺乏女人味而无法结婚；有些如弗洛伦斯和琼玛，因为单恋
对象与更遵守妇行的女人结婚，只能“错失生命中最快乐的事”（Leighton 289）。但她们都转而
充当了婚姻卫士，为他人的体面婚姻保驾护航。这种几乎千篇一律的情节干预，可以视为作者
为躲避男性中心主义审查而做出的妥协，在符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婚姻结局中，性别秩序和
家庭理想得到重建，性别冲突也得到假设性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掩盖、弱化小说颠覆倾
向的类似干预，又使小说中那些赞美女侦探而富有挑战性的成分有机会得到释放和表达，并借
助侦探小说的流行得以散播，这对于中产阶级女性读者而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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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以女侦探为主角的早期英国小说是冲突与依赖的矛盾共同体，在文化功能上
具有进步和保守的两面性。一方面，通过塑造坚强勇敢、自信机智的女侦探人物，重新评价
家庭生活经验和女性直觉，小说表达了张扬女性潜能的先进观点，在挑战男权价值观的过程
中拓展了侦探小说的文化内涵，响应了英国经济发展需要女性扮演新角色的时代要求。另一
方面，侦探和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仍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为了调和女侦探与主流意识形
态之间的矛盾，作者对她们进行各种贬损，不仅弱化了小说对男权思想的挑战，也反映出作
者对原有性别秩序持有怀旧情愫和保卫姿态。小说的这种两面性是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性别观
冲突在通俗文学中的体现，它与女性进步形成双向互动，在相反相成的张力中参与了英国性
别文化的修正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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